从“胡汉民往来函电稿”看“新国民党”在北方的活动

（1932—1936）*

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 陈红民

    摘 要：  “新国民党”是1930年代初期胡汉民等人在国民党内建立的以“抗日”、“反蒋”、“剿共”为政治主张的政治团体，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及资料限制，以往学术对其研究较少。藏于美国哈佛—燕京图书馆的“胡汉民往来函电稿”中，有大量涉及“新国民党”的内容，本文作者已以此为基本史料，对“新国民党”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。本文为系列论文之一。论文重点探讨“新国民党”在北方的活动，内容包括：“新国民党”在北方的主要成员及其以天津为中心的基本活动(联络北方各地反蒋势力、发展党员、情报、组织与宣传工作等)；地方实力派（冯玉祥、方振武等）与“新国民党”的关系等；并对北方“新国民党”活动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分析。对“新国民党”的研究，有助于深化对1930年代国民党的分裂状况与政治生态环境、胡汉民等人政治活动的研究，有一定的学术价值。
关键词：  “新国民党”    北方      胡汉民   

胡汉民等人在1930年代是否组建过“新国民党”，曾是有争议的问题。由于“新国民党”的活动始终处于秘密状态，所存留资料极其有限，一些当事人出于不同的原因，否认个人与该组织的关系。
  藏于美国哈佛—燕京图书馆“胡汉民往来函电稿”（以下简称“往来函电稿”）中，有大量资料涉及“新国民党”，不仅确凿地证明 “新国民党”确曾存在，且使对“新国民党”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成为可能。
 笔者依据“往来函电稿”，结合相关资料对“新国民党”进行了系列研究，
 本文为系列研究之一，着重探讨“新国民党”在北方的活动。对“新国民党”的研究，有助于深化对1930年代国民党的分裂状况与政治生态环境、胡汉民等人政治活动的研究。
1、 以天津为中心的“新国民党”北方党务

 “新国民党”建立后，胡汉民、邹鲁等人十分重视地方党务的拓展与基层组织的建设。 “新国民党”地方组织重点在上海和天津，在两地设办事机构——“干部”或“交通处”，上海兼管长江流域各省的党务，天津则兼管北方各省党务。在工作重点上，上海主要是联络各路反蒋人士，从事对外宣传，天津则主要是争取北方的实力派军事将领。

天津是北方大港，经济重镇，邻近北平，因而成为“新国民党”在北方的重要据点。曾任胡汉民秘书的王养冲教授回忆，邹鲁是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的重要成员，在北方有较广泛的人脉关系，北方“新国民党”的工作由邹鲁直接负责，“成绩（比上海）要大一点。” 
 因此，“往来函电稿”中涉及北方党务的，多是胡汉民、邹鲁间讨论人事与经费等重要问题，党务活动的细节并不多。然而，从中仍能看出北方“新国民党”党务的端倪。

在天津主持北方的“新国民党”党务，是曹任远（字四勿）等人。曹任远系国民党元老谢持的女婿，谢与邹鲁同为西山会议派重要成员，曾参加北平扩大会议，对蒋介石不满，因病较少公开活动，曹任远充当了他与外界联系的代表。曹写于1986年的回忆中称：


民国二十一年五、六月间，胡汉民一连来了六封电报，要我去广州。先生（谢持――引者）虽然养病，仍关注国家大事，同意我去看看。我南下后在香港拜见胡汉民，他要我参与组织“新国民党”，告诉我“只要反蒋最坚决的人。”由于特殊环境，对外皆否定其存在……由胡汉民任主席邹鲁任书记长，我为副书记长兼华北党部书记长。我随后赴华北。 


天津“新国民党” 机关设在英租界伦敦道（今成都道）47号路永定里（今岳阳道55号），系1931年夏天用广州非常会议提供的倒蒋经费购买的房子，房主人刘承烈曾是非常会议驻华北代表。与西南联络的电台设在同一处。由于表面上是住宅，加上一些掩护措施，“机关一直比较安全，从未发生过意外”。 
  天津“新国民党”兼管北方各省的党务，陕西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绥远、察哈尔、北平、天津、青岛在内的七省三市党务统归其负责，包括分发经费，发展新成员，传达西南方面的指令等。此外，对退入关内的东北军及东北义勇军，也做了不少工作。 

天津“新国民党”的重要成员有曹任远、张岱岑、裴鸣宇、蒋景瑞、刘承烈、刘人瑞等人，其中曹任远为总负责、张岱岑负责政治工作、裴鸣宇负责宣传工作、蒋景瑞负责民运工作，但他们“很少开会，很难开全体会，东一个西一个，很难凑到一起，有事时几个人碰碰头。” 
 1933年底，“新国民党”整顿党务，邹鲁专电天津，宣布取消干部，改设交通处，确定其成员的分工与经费：

天津干部鉴：顷党务改组案决定：一、上海、天津两干部、西北执行部一律取消，由主席指定一二人暂任交通之责任，经费另定；二、各省分部及各小组一律取消，至取消后应办何种实施工作，及经费若干，具拟意见及办法报告主席核定举办之；三、津宣传机关每月经费民风日报一千六百元，两通讯社共四百元，新路、民风、理论三旬刊合并为新路旬刊，以便充实内容，月费三百元；四、主席指定曹四勿同志任交通，张岱岑同志任政治问题，裴鸣宇同志任民风日报。请分别查照办理。邹鲁。马。   

根据“新国民党”主席胡汉民的指定，曹任远、张岱岑两人每月津贴五百元，裴鸣宇每月津贴二百元。

从上海“新国民党”的帐目看，每月五百元是“新国民党”对地方干部的最高补贴。


天津“新国民党”开展了一些活动，但也表现出不少弊端。有人向胡汉民报告，经济方面“每月经费之浮报当在二千余元之多”；党务方面“各地党务除接洽领薪外，直无工作可言”。如“东三省分部仅有居（北）平负责者一人，山西分部仅有居（北）平负责者二人，仍月支四百元且未实际到该地办事”；宣传方面所资助之报纸为“淫词浪语之平市小公报”，等等。写信人不无忧虑地指出，“今后党务倘不加整理，则纠纷事小，其萎靡不振精神涣散则影响颇大也。” 

胡汉民对北方党务也不满意，数度与邹鲁讨论革除弊端，振兴党务的办法，他曾给邹鲁一长函，痛陈过去弊端，提出改进意见。此信不仅有助于了解“新国民党”在北方的活动，也可窥出胡改革“新国民党”的基本观念，全文如下：


海兄大鉴：昨函言北方党务事，计已达览，顷奉手示所列七端备悉。殿英（孙殿英――引者）处款月底可汇出，请即转告相如，并略言因金融风潮，不能不稍迟之故。此外各点条答如下：

（一）华北军事政治目前无大希望，关于北方工作，弟以为有彻底更张之必要，今津部中人互相攻讦，即采取会议制，其工作成绩最多亦惟与过去等耳（即改组等于不改组），党之方针计划固未能藉以推行也。弟意津部实不需如许人，能将四勿、景瑞、岱岑调回（景瑞、岱岑等曾中央仅给予名，不予工作），只留鸣宇继续办理一部分宣传工作，另易与各方情感融洽之人（对四勿不满者不仅为津部中人，四勿自有长处，今或用非所长也）主持电台及其他应接事务，庶工作可符实际，经费方面亦可节减甚多；

（二）鸣宇等所拟宣传预算为三千五百元，属于民兴报者为二千元。弟近阅民兴等报，似无甚精彩，且此时公开办报在津沪一带色彩不能鲜明，否则必遭禁忌，不准发行，即能发行，亦无从与各大报争衡，而态度和平又失我拨款办报之本旨，故弟以为在津宣传工作应注重发行秘密刊物，定期固好，不定期尤好，式样务取于玲珑，言论务求犀利，则收效必大；

（三）新路、民风两旬刊内容粗疏浅陋，每转载报章文字以塞篇幅，装订亦极简劣，此种刊物实无从在智识界中发生力量，亟应从严整顿，大加改革。弟意应将两刊物合并为一，延能文同志主持其事，务使材料充实，并将原有新路旬刊经费裁节，如如（疑为“此”字之误――引者）办理，关于宣传方面月可节省经费二千元，而宣传之功效必能较大于前；

（四）政治活动委员会，弟以为无成立必要，岱岑延揽在华北有资望之同志，恐岱岑资望亦嫌不够，真有资望者亦未必肯来。而此项委员会之工作内容亦极难规定，至谓凡所延揽之人各人月送二百元等方法，尤非我人所宜引用也。故关于北方党务望能如第一项所言办理，以贯彻弟前拟之改革党务办法；

（五）军事特驻员固可裁撤，即军事委员会亦不必组织。锦帆（熊克武――引者）或可嘱其南回，如仍愿在津，亦可任之而月予以若干生活费。以后关于军事之工作，集中全权于中央，有所接洽则迳向中央商承，毋庸在津再组织，如此则可免组织中人之自生纠纷。而各方之军事秘密亦可保守，中央亦可观察北方各部队之需要，随时派遣人员接洽联络。个别运用较之组一委员会，罗致各方人员于一处而事不能举者为佳，且来函中所列诸人，其中数名亦断非月送贰百元即可使其来归，真为我党效力也；

（六）接济叔平（方振武――引者）事即如来拟，函协之设法可就省与商。

以上数端，请兄察之，并斟酌实行为幸。顺颂

党祺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自签）   二十三、一、十四、

信中显示，天津“新国民党”的主要活动，包括在北方发展政治势力；联络北方部队，策动军事行动；办《民兴报》及《新路》、《民风》旬刊进行宣传；用秘密电台传递情报，从事联络。然而，其内部成员不和，矛盾重重，胡汉民对各项工作均不满意，要求缩小组织规模，调整人事，减少经费，合并报刊，暂停其对各省党务的指导功能等。邹鲁后复函胡汉民，提出如人员调整幅度过大，“似反不妙，即其对各方亦恐减少信用”。结果，只将曹任远调到广州了事。 
 

二、“新国民党”与地方实力派：以冯玉祥、方振武为例


吸收各地有影响的实力派人物参加，是“新国民党”拓展地方党务的重要手段。“新国民党”吸纳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则，是只收“反蒋最坚决的人”，实际上也就是与蒋介石矛盾最大的人。而受蒋排挤的实力派人物也需要新的政治靠山与经济后援。互相的需要，使他们走到了一起。


天津的“新国民党”组织在其功能上与上海最大的不同，在于它有策动与联络北方军人的任务。因云集北方的军人多非蒋介石嫡系，是西南联合反蒋的重要争取对象。西南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、方振武部、孙殿英部的援助，均是通过天津“新国民党”完成的。 曹任远回忆：“我们几个华北党部负责人除了搞党员登记，就是做军政联络工作，泰山、张家口、阎锡山那里、宋哲元那里、孙殿英那里……到处跑。” 
 上海的“新国民党”成员熊克武、何世桢、任援道、陈中孚等也曾为争取实力派人物而数次到达平津地区。 有资料记载：

刘人瑞等人相继在华北四省、东三省和山东、河南及平津两特别市建立了国民党部。通过在老党员中重新履行登记手续，和新党员的发展，推动新国民党组织的建立，……到察哈尔抗战前后，已拥有党员一千多人，其中主要是军政界上层人物和有影响的知名人士，如邓熙哲、熊观民、方振武、孙殿英、刘汝明、孙丹林等。 

据曹任远回忆，几乎所有原西北军的将领均加入了“新国民党”，包括鹿钟麟、宋哲元、韩复榘、佟麟阁、孙良诚、秦德纯、高树勋等人，“宋哲元二十九军系统的副军长、师长、旅长都参加了新组织。” 
 晋系阎锡也参加了，“而且他下面的几个参议和一些主要将领都参加了新组织，但人数远不如冯玉祥的人参加的多。”此外，傅作义系统、孙殿英系统及东北军中均有人加入“新国民党”。 
 张学良也是胡汉民等人争取的对象，双方一度关系密切。1934年初张学良回国时，胡汉民甚至考虑在东北军中建立“新国民党”的组织。 
 

由于冯玉祥坚定的抗日立场及历史上与蒋介石较深的矛盾，争取他加入  似乎是“新国民党”建立之初就有的计划。邹鲁在1932年4月让熊观民赴港面见胡汉民，请示北方党务计划。邹告诉胡，“观民兄已入党”，“ 冯（玉祥――引者）处各事托观民兄进行，请示以机宜”。
   冯玉祥在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：


午后五时，裴先生来见：一、带来海滨（邹鲁——引者）、佛成（萧佛成——引者）二先生之信。二、谈党务成立之条例；三、有四人在天津办党务，裴先生在内。
 

从这段日记可以看出，裴鸣宇是从广东北返的，已将“新国民党”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冯，包括入党的条件（条例）及天津办党务的秘密等。两天后，冯又记道：“熊观民先生从广东来，谈各方面情形甚详，又带到陈、胡、邹、萧各一信。” 
 7月底，熊克武与陈嘉祐再到泰山，争取冯玉祥。他们转达了胡汉民关于党务的三个条件：“第一，党的工作必须秘密。第二，党费不能用公款。第三，制度的总是须有一定的决定。” 
  8月6日熊克武等离开时，冯似乎已下定了决心。他写道，熊等来访， “是救国抗日的一件极重大的事情”。 

此时，曹任远也加入了“新国民党”，领受胡汉民等指令后返回华北，途经泰山时介绍冯玉祥加入了“新国民党”。曹任远回忆当时的情形：


我在泰山见冯玉祥，冯一见我就把窗帘都放下，说“好多人都不听我的了”。我介绍他加入新国民党，他宣誓，我是监察人。我们讨论组织抗日救国军，我代表西南给他一百万。1933年春夏，他以此钱组织“民众抗日军”打日本人。 

冯玉祥在8月7日的日记中有与曹任远见面的记载。
   

冯玉祥对“新国民党”在北方的发展也曾提出过建议，“力主北方非有干部组织不可，盖机会一至，变化立生，必有完备组织，始可与言改造全国，大局遂亦随之转移，所谓凡事豫则立也。” 
  1933年下半年“新国民党”整顿党务时，胡汉民曾专门致信冯玉祥，讲述整顿的内容与目的：“党务方面，最近微有改革，一切机关式组织概行废弃，以党的工作为党的组织之中心，经费之分配随之，冀矫空疏无当之弊，为实事求是之谋，想为左右所同意。” 
  胡汉民与冯玉祥的联络，一直保持到1936年胡汉民逝世前。 
 然而，若干年后，冯却试图否认参加过“新国民党”。曹任远回忆道，1936年“我在南京看见冯玉祥，他只点了一下头，假装不认得。下来才解释‘泰山之事不要提了。’”
 冯的态度在曾参加过“新国民党”的人士中非常典型，“有关人员对此事皆讳莫如深”。这也是“新国民党”逐渐在历史记忆中消失的重要原因。


在北方实力派人物中，方振武（字叔平）与“新国民党”的关系最为密切，他率其所部三万人集体加入“新国民党”，更是一个特殊的事例。 

方振武与西南建立联系较晚。1932年5月，方振武的代表孟芸生携方之亲笔信到港见胡汉民。方振武与胡原先关系实属一般，但方在信中抨击南京政府“迄今非但无抗战之决心，亦且无国防之准备”，同时表现出比一般军人对胡汉民更坦诚而恭敬的态度，表示“无论为公为私，为党为国，惟我公之命是遵”  
 胡汉民托人对方振武当面嘉许，并赠送照片。
 双方关系热络起来。

1933年初，冯玉祥等为抵抗日本侵略者，在张家口组建“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”。西南给予了坚决的支持。方振武率部从华北赴察省参加同盟军。行进途中，方振武派其弟方芷南等人南下求援。方在给胡汉民的信中报告其坚定的抗日信念，提出部队行进给养异常艰难，要求西南“设法接济，速利戎机，以达共赴国难之真义”，此外还特别提及其部队“经长时间之训练，普通均认识主义”，他“拟再涮新整理，一律加入新党之组织，以阐吾党之精义。” 
  由此信的内容看，方已先加入了“新国民党”，且有意使其部下全部加入。这似乎是从当年冯玉祥“五原誓师”，率部集体加入国民党得到的启示。方的部队完全由他个人控制，一般军官及士兵惟命是从，没有选择政治信仰的权利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加入“新国民党”与其说是政治信仰，不如说是执行命令。然而，一支部队集体加入的消息，在心理上与宣传上还是有相当的作用，或许这是胡汉民等人对方振武特别重视的因素之一。


方振武到达察哈尔后，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，参与收复失地工作。6月，方再派姚觉五等人南下，向胡汉民“面陈一切”，并“代表三万武装同志整个加入新组织”兑现其诺言。方振武还提到党与军队结合的重要性：“北方党的基础与军力之建筑不容再为忽视。否则，不但背道而驰，且将陷党国于不利。” 
  


南京方面压制察哈尔抗日同盟军，使其处境艰难。8月，冯玉祥被迫去职后，吉鸿昌、方振武通电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，继续抗日事业。方振武与胡汉民等的联系更近了一层，他于8月底给胡汉民的电报如下：



展公钧鉴：仁密。前承中央电示，任武为中央干部委员兼张家口执行部委员。理合立即就职，因军事倥偬，锦帆（熊克武——引者）病津未到，兹术即克日宣誓就职，实行组织本中央党员入党条例办理，党务、军事同时并进。现已就代总司令职，统率各军亲到沽源多伦一带布防，梗午与日伪军索景星、李守信等部激战抗争，战线仍固。饥军坚拼者，实以拥护先生早日出山，主持大计。如何，乞覆。职方振武叩。敬。


电报显示，方振武是在冯玉祥去职，抗日同盟军瓦解后才接受“新国民党”中央的委任，就任职务的。“饥军坚拼者，实以拥护先生早日出山，主持大计”一句，表达了对胡汉民的忠诚。9月初，方振武又向西南报告党务方面的重要进展：


中央党部钧鉴：敬电谅达在案，属部已于有日正式组织成立，除熊委员（熊克武——引者）因病留津，冯委员（冯玉祥——引者）去鲁休养外，武已负常委兼组织部责任，并派遣登记合格同志分赴西北活动，惟经费无着，进行维艰。恳请从速确定属部每月经费五千元，以利工作，俾资活动。再，属部现称“独石口张家口执行部”，名称似难固定，可否改称“西北执行部”？统希电示指遵。张家口执行部常务委员方振武叩。世。  

可见“新国民党”在西北的组织已具备雏形：接受广东方面的任命，有名称，委员间有分工，开始登记党员，要求经费。胡汉民在收到方振武的电报后，立即复电：


密。津部转方叔平同志鉴：密。世电悉，执行部得同志独力撑持，至为佩慰。名目照改为“西北执行部”，经费已属按月照拨。中央。汉民。庚。  

在“新国民党”的机构中，原无“执行部”一词，“西北执行部”更易使人联想到与之性质并不相同的“西南执行部”，胡汉民无暇细考辨，完全照准，显露出他拓展西北党务的急切心情。萧佛成提出，对方振武的支持不能仅限于钱款，“方处党事亦不可不顾及”，他向胡汉民推荐派法国留学生、在北方从事党务的张岱岑去方部负责。 
 然而，当月方振武就因军事行动失败而流亡香港，“新国民党”的“西北执行部”随之流产。

方振武抵港后，继续保持着对“新国民党”的热诚及对胡汉民的忠诚恭敬，胡也曾多次帮助方振武。 
 他对方振武褒奖有嘉：“方叔平数来弟处，渠甚振奋，晨夕读书，且分遣其旧部，到处为党务军事之工作，政会通过月给千元之费，乞按月照送之。” 
 胡汉民1934年6月仍将争取北方军人的秘密工作委托给方振武负责。

总体上看，胡汉民等人拓展地方党务与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，但两者并非完全一致。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基本目标是组织反蒋统一阵线，不问其他，故许多人并未参与“新国民党”的活动，甚至对其活动知之不详。争取地方实力派是一条线，“新国民党”在地方上的活动是另一条线。实际运用中，两条线分开，不能集中使用本已有限的资源，自然效率不彰。虽然阎锡山、韩复榘等许多原西北军、晋绥系的将领都加入了“新国民党，但“往来函电稿”证明，确实与“新国民党”明确有组织关系的，仅冯玉祥、方振武与孙殿英，其他人则相当暧昧。实力派人物加入“新国民党”，多是出于一时利益的选择，甚至是一种投机行为，所以他们的行为并不受党的约束，谈不上对“新国民党”理念的认同与组织忠诚。


胡汉民多次提出，西南与北方实力派合作，共同实行抗日反蒋最为理想。他在致韩复榘的信中称，“窃以为今后南北两方应各求事实方面之相互促进，过去之失在于相互观望，苟不能矫正此弊，则狡黠者乘之，必且正气销沉，共即沦亡。” 
 但南北实力派各有打算，仍是互相观望，胡汉民希望的局面始终未出现。因此，他联络北方实力派的目的基本上未达到。 

1935年下半年，胡汉民等与南京进入新一轮的接触，不久又出国养病，对“新国民党”投入的热情与时间明显减少。王养冲教授回忆，胡汉民病逝后，“新国民党”重心顿失，化于无形。 
  曹任远的回忆是， 1936年4月末，他带着新的电台密码从上海北返，准备迎接胡汉民等赋予的新使命，“不料未半月，而胡先生逝世，至此倒蒋团体失其重心。” 
 胡汉民逝世后，天津“新国民党”还承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之命，为胡汉民举办大规模的治丧活动，陈中孚、曹任远、任援道等人担任治丧委员会的重要职务。
  此后，其成员也就各奔东西了。


“新国民党”在北方的活动中，除策动支持冯玉祥、方振武等进行察哈尔抗战（这也不是公开以“新国民党”名义进行的）稍有影响外，其余的联络、宣传与民运等均乏善可陈。胡汉民等多次进行调整与整顿，效果也不明显。究其原因，固然与在天津主持北方党务人员的能力、品德与失误有关，但更重要的则是，作为一个政党，“新国民党”有着许多致使的缺陷，如它的名称与政治理论含糊，只有宣传而无行动，领导机关官僚化，社会基础薄弱，内部矛盾重重，各级干部为权位、经费支配而勾心斗角，经费匮乏等等。对此，笔者拟另撰文全面探讨。

河南开封河南大学《史学月刊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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